從全局治理角度論中央與地方協力關係之建構(
陳志瑋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壹、前言

    台灣在民主化以前的地方政治，向來受到中央集權與地方派系等勢力的影響，以致無從呈現主體地位，更遑論落實地方自治，但隨著台灣逐步進行民主化與自由化，中央與地方關係已開始出現轉變。基於以下三個背景，本文希望從理論層面論述中央與地方協力關係的意涵與及其建構發展。第一個是地方政府的風貌在近十數年來已有明顯改變，包括在憲法層次，省的地位在一九九七年第四次修憲時，從地方自治團體變成行政院的派出機關，使各縣（市）實質地位獲得提昇；在地方選舉政治上，政黨之間走向激烈的競爭關係，政治人物過去只需依靠國民黨支持就可順利當選的景況，因反對勢力的崛起與獲得地方政權，而出現質變現象，各縣市長必須拿出施政績效贏取選民認同，至少必須藉著舉辦各式各樣的動態活動，以吸引媒體報導與選民關注，增加未來當選的資本；在政治情勢方面，中央執政權在西元兩千年由民進黨取得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府際關係，開始有不同的互動風貌，彼此不僅有合作也有競爭，且隨著地方自主性的提高，地方政府可以採取多樣化的策略來因應資源稀少與困境的問題，例如推動民營化、形塑公民意識、進行組織精簡、建立合夥關係或運用第三部門等（林水波，1999: 161-182）。因此，不僅地方有必要與中央之間發展新的關係，中央也必須學習如何與地方建立新的夥伴關係。
    第二個背景是台灣近二十年來進行一連串政府改造運動，除了減少成本與提高效能是核心目標外，另外則是希望政府的服務更貼近人民，加上最近行政院推動「四化」運動，其中的「地方化」政策，同樣希望透過地方政府提供更符合民眾需要的服務，凡此都增加了協力與協調的必要。

    第三，台灣未來可能進行的行政區域重劃，將進一步重塑地方體制的風貌，地方政府在提升地位、增加資源的同時，如何因應與中央關係的互動，落實政策一體的理念，建立有效運作的工作關係，以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與公共管理的產出，都是必須面臨的課題。
因此，本文擬根據全局治理(holistic governance)的概念，分析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建立協力關係，但由於未來鄉鎮市的地位可能隨著地方制度改革和區域重劃而有所調整，因此鄉鎮市層級將不納入本文分析範圍。在內容安排上，首先說明全局治理的內涵，以及與地方自治發展的關係。其次，本文探討協力關係背後的理論基礎，進而推導出全局考量、長期穩定和互信互敬三項應該依循之原則。第三，分析協力治理的四種不同型態。第四，說明協力治理對中央與地方政府施政之影響，以及可能面對的障礙。最後則是結論。
貳、全局治理與地方自治發展

　　全局治理是一種公共服務的理念，目的在以人民的需求為核心，建立政府內部整合與協調功能良好的行政結構與流程。以下分從全局治理的意義以及協力關係的定位，論述全局治理和地方自治發展之間的關係。

一、全局治理的意義

所謂「治理」(governance)，是指政府在統理各項事務的過程中，有關各項制度和各種關係的總和，這項概念特別著重於政治體系及其外在環境之間的關聯性，使經濟、社會關係得能放進政治過程中加以分析。詳言之，治理這項概念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它指涉政府在適應外在環境時的實際經驗展現；另一方面，它指涉不同社會系統或不同的行為者，在基於共同行動而彼此調和的過程中，公部門在其中扮演的引導或統合資源之角色(Pierre and Peters, 2000: 1; Pierre, 2000: 3)。

全局治理的概念首先由英國學者Perri 6於《全觀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一書中提出(6, 1997)，並在工黨政府希望採取整合政策以解決相關政策問題的背景下，獲得布萊爾政府的青睞並化為政策方案加以推動。事實上，英國所面臨的治理問題同樣可在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中發現，我國在面對內外交織、上下錯綜的治理結構上，全局治理的理念及其制度策略，便有深入探討的需要。例如，國內有學者認為全觀型治理理論可望成為二十一世紀有關政府治理的大型理論，值得行政學者廣泛加以研究（彭錦鵬，2005）。不惟如此，台灣目前推動電子化政府、資訊科技應用相結合，同時也可運用在公私部門合夥、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有關民主課責的研究結合起來，進而探討如何在各項政策領域發揮政府的引導與整合功能，並賦予公共服務價值新的生命。

另外，Wilkinson & Appelbee(1999)也發表《實現全觀型政府》(Implementing Holistic Government)一書，呼應Perri 6等學者的研究，首先指出公部門應該揚棄界線防守、各自為政的心態與作為；其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應該重新塑造；第三，應重新思考資源配置方式，使其優先放在預防性和前瞻性的政策上；第四，公共組織和公民之間應該建立新的信任連帶關係。由這樣的概念來看，全局治理的專著，從理論建構到策略設計與執行皆有涉及。全局治理的概念，出發點就是要處理政府所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上各種行為者的複雜互動關係而來，但該項概念創新之處，在於他們主張政府應該打破功能分化的機關設計，運用單一窗口的模式建構新的政策構成模式，這對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同樣具備可資思考的政策意涵。

相對於全局治理，Perri 6等學者提出的單局治理(fragmented governance)的現象，強調不同部會、機關或組織各行其是，造成資源浪費與目標衝突等問題。具體而言，這些問題包括：(1)機關刻意推卸問題；(2)計畫作為彼此衝突；(3)政策處置疊床架屋；(4)追求目標彼此衝突；(5)機關處置前後失序；(6)需求回應過於狹隘；(7)服務管道未能普及；(8)政策作為出現缺口(6 et. al., 2002: 37-39)。這樣的情境已顯現出治理失靈(governance failure)的病徵，因此Pierre(2000: 245)認為該問題值得深入關注。例如，在Bovens等學者所編著的《公共治理的成敗》(Success and Failure in Public Govern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一書中(Bovens, ‘t Hart, and Peters, 2001)，指出當代治理的任務包括產業衰退、改革、創新與危機，該書以政策風格(policy style)做為解釋各國治理成敗的主要變項，若干程度上也和全局治理的內涵相關。
    上述單局治理的現象，若用來思索台灣當前政府施政的若干問題，將可合理論證為何藉由協力途徑有助於全局治理的落實，以及突破單局治理帶來的困境，特別是在資訊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ICTs)大量影響政府行政的時代，Perri 6等學者強調資訊通訊科技和全局治理之間的關係(6 et. al., 1999: 38-42)。例如，Kakabadse等學者探討資訊科技對於民主治理的影響，作者提出重塑民主治理的策略，應包括對於社區價值的體認、包容批判性的思辨，以及提供公民參與政策分析的管道(Kakabadse, Kakabadse, and Kouzmin, 2003)。雖然資訊科技提供了邁向全局治理的機會窗，而且也確實提供了參與式治理(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的條件，但關於資訊獲得的管道是否充分而平等，以及資訊科技和民主之間的關係，均是當代研究電子化政府和民主治理所關注的焦點所在(Warren and Weschler, 1999: 118-133; O’Looney, 2002: 133-155)。由於台灣推動電子化政府已頗具成效，從資訊科技的角度來切入全局治理的研究，便顯得相當具有意義。例如，若將全局治理的觀念和行政院目前推動的「數位台灣」(e-Taiwan)計畫結合起來，將有助於使促進電子化政府從由上而下的服務提供與管理，轉向具有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與民主課責(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意涵的方向前進（梁文韜，2003）。如此一來，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採取協力策略時，可避免單純將焦點放在雙方關係的建構，忽略了協力治理是為了回應與滿足民眾需要，並應接受人民課責的民主政治本質。

由上分析可知，全局治理涉及的是公共管理內涵的改變，這個概念不僅強調形式上的結構與組織整合協調，同時也強調周邊條件的配合，特別是從民主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全局治理的價值。因此，全局治理和地方自治的發展應可結合推動，此時中央政府不再只是居於上位的指導監督角色，而是改以站在和地方政府相對等的立場，以政策或計畫為核心來協力完成目標。

二、協力關係之定位

從概念上來看，合作(cooperation)、合夥(partnership)和協力(collaboration)三者都含有不同行為者透過共同行動達到特定目標的意義，因此三個概念之間殊難完全清楚劃分彼此互斥的定義。舉例而言，參與協力的行為者，也可以用「夥伴」來稱呼，而協力的本質就是「合作」關係。學者Agranoff和McGuire認為合作和協力兩個概念的最大不同，在於前者常被用來指涉面對共同敵人而採取的共同行動(Agranoff and McGuire, 2003: 4)，不過本文認為協力和合作都算是一種合夥行為，因此具有形式上的共通性，只是協力關係涉及參與者彼此承諾(commitment)和價值共享(value sharing)，合作關係則是短期的工作關係，其穩定度與投入度均不若協力關係。

以台灣當前發展現況來說，地方政府的風貌固然不斷改變，中央政府所面臨的競爭與變遷壓力更不能掉以輕心。無論是對外的經貿外交或中國事務，或者對內的政經社文各項問題，都將隨著中央與地方政府、私人企業和非營利團體的互動，使中央與地方、政府與民間的彼此關係，必須以新的途徑和架構來經營，無法透過單一行為者的力量便完成所有公共任務。尤其在行政改革與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響下，以服務對象為關注核心的想法，促使政府垂直和水平協調的需求增加(Peters, 1998: 295-296)，這也是中央與地方都必須尋求跨越組織疆界，進行多層次治理或協力治理的其中一項推動力量。

在上述挑戰下，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所面對的總體壓力與情境乃是共通且彼此相關的，故當面對各項政策任務與發展目標的落實時，若依靠各層級政府或部門各自為政，或倘若政治社會系統內的行為者只依循有限協調的單局治理模式，恐無法真正因應上述各項挑戰。一旦有任何政經社文體系失控，甚至可能出現治理失靈的現象，造成政策的失敗或困境。例如，Stewart指過去十數年來，由於強調責任的向下移轉(devolution)但未隨著權力(power)跟著移轉，導致地方許多新的機構創立後，提供整合性服務的能力反而退化，而中央的控制能力則降低。地方各機構各自為政的結果，造成治理的失靈，因此他主張採「新治理」，強調協力和協調的重要性，做為提升地方體制能力的工具(Stewart, 2005: 151)。因此，全局治理的呼聲出現，就是希望從各項政策領域改變政府施政的型態，使政府發揮資源整合、政策統合、目標前瞻和科技應用的功能，進而有效因應內外環境的快速變遷。事實上，對一般民眾而言，真正在乎的應該是生活中各項問題的解決，而不是學科、專業或組織之間的界線，因此地方政府若能汲取全局治理的理念，將更能貼近地區人民的生活，以人民的需求和生活事件(life events)為依歸 (6 et. al., 1999: 48) ，將有助於更多現實問題的解決。

從總體層面來看，協力的型態包括橫向、縱向、外部與內部層面的整合協調關係，而且這種跨越疆界的治理途徑，已愈來愈受重視（Peters, 1998: 295-311; Stewart, 2005: 159-167; Agranoff and McGuire, 2003;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陳志瑋，2004）。本文將協力的焦點放在垂直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除了其關注程度不如橫向的協力治理外，主要仍希望從理論層面分析中央與地方之間除了監督關係與權限劃分問題之外，運用協力做為一種策略工具來提供公共服務的可能性。

總之，協力是中央與地方政府面對眾多垂直與水平治理的其中一項途徑，它需要在全局治理的架構下發揮效用，而不是唯一必須採用的治理模式。因此，協力的定位應是中央或地方在進行全局治理時的策略手段，其必須結合總體施政目標與個體政策計畫，以提供公共服務、滿足社會需求、提供政策參與，以及實現民主治理之目標。
參、建構協力關係之理論基礎與原則

    無論中央或地方，幾乎沒有一項政策或計畫的施行，是可以由個人甚至單一機關獨力完成。各項政策或計畫，從規劃初始，到進入執行階段，無不涉及眾人的努力，或來自不同機關或單位的參與。因此各行為者必須在特定的政策網絡或彼此互動的結構下，尋找可與自身資源不足部分相互補的行為者，以資截長補短。在這個基礎上，組織理論中的資源依賴論可解釋這層互動關係的發生原因，在此基礎上，不同行為者才可能進入協力過程，建構共同的目標並共享的價值。

一、建構協力關係之理論基礎

    中央與地方之間並不會憑空就建立協力關係，其背後必有一定的力量，驅使相關行為者尋求並進入協力過程。一旦釐清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什麼」要建立協力關係，我們才能進一步推導出協力參與者應依循哪些原則，以及應採用何種協力策略或類型，以切合當初驅使進入協力關係之策略目標。

    就上述「為何」進入協力關係這個問題而言，中央與地方政府可能有一致的價值與利害判斷，但也可能有相衝突或不一致的價值與利害考量。Sullivan & Skelcher提出三個途徑，分別是樂觀觀點(optimist perspective)、悲觀觀點(pessimist perspective)和現實觀點(realist perspective)(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35-42)。從樂觀的角度來看，協力授能論(collaborative empowerment theory)和體制論(regime theory) 均解釋了為何協力雙方的共享價值將可因此達成，至於交易論(exchange theory)則認為協力雙方可藉此達成資源極大化。從悲觀的角度來看，參與協力的行為者是為了維持或擴大權力，因此將個人或組織利益視為最優先目標；這以資源依賴論(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為代表。現實觀點則認為外在環境是決定協力發生的主因，在此環境下，利他主義或個人利益都會存在，最重要的是如何透過協力活動以因應外在環境的變遷。

    以上三種理論都部分解釋了協力為何發生的問題，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互動架構下來觀察，本文認為可以分從個別行為者和中央與地方行政主體兩個角度來觀察。從個別行為者來看，機關首長在決定是否採取協力策略以完成特定政策或計畫上，可能具有重要影響力。這些首長可能是政務人員，亦可能是民選地方政府首長，他們考量的因素可能包括政治前途的計算、金錢人脈的維繫、政績民心的獲取，以及公共治理的考量。在進入協力過程後，負責承辦的公務人員，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例如，利益團體、公民團體或社區）就可能進行動員，試圖影響協力的進程。這些因素可能都在前述三個不同理論觀點中找到部分回答，也可以藉此發現，不同行為者對於協力治理本身，可能隱含著相異的價值、權力與利益考量，因此無法歸納為中央或地方兩個相對的行政主體如此單純。

從行政主體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中央與地方協力的本質是資源互賴論，這層互賴關係融合了交換論與資源依賴論的內涵。換言之，中央與地方各自基於資源依賴的理由，而尋找對方成為協力對象，這種彼此依賴的需求形成交換關係，也就是一種資源互賴的關係，其背後的論證基礎如下(Pfeffer, 1992: 26-27)：(1)理解團體之間關係和社會的基本單位是組織，我們處在一個組織的社會中(a society of organization) ；(2)組織會受到互賴關係網絡的制約；(3)組織所依賴的行動若有不確定性，將導致組織的生存及成功與否也會面臨不確定性；(4)組織會採取行動來因應外在的互賴情境；(5)這些依賴模式會產生組織間與組織內的權力，進而對組織行為產生影響。以台灣過去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而言，在戒嚴時期是一種「集權、依賴」體制（林健次、蔡吉源，2003: 3-4），因此中央可以透過資源的壟斷與分配而控制地方的政治經濟生態。隨著解嚴和後續政治發展，地方在政治經濟地位以及獲取資源管道方面，已不再單純依賴中央的奧援，兩者因此形成資源互賴的結構，乃中央與地方能夠建立協力關係的背後因素之一。

    對地方政府而言，受限於管轄區域、行政位階與財政資源，通常處於依賴中央政府的狀況，因此透過垂直或水平整合，就成為因應資源依賴的策略之一，所以資源依賴論部分解釋了需要與中央協力的理由，在自身資源不足的部分，透過與中央協力方式，確保能獲得政治支持、經費、技術和資訊方面的奧援，達到截長補短的作用。就中央政府而言，與地方政府合作有助於增進地方參與、取得資訊，更重要的原因是滿足在地人民的需要，有效落實地方自治的理念。
不過，從資源依賴論的角度來看中央與地方的協力關係，可發現兩者並非處於完全平等互賴的地位，因為中央擁有集中而重要的資源，且相對於眾多地方政府而言，不僅行政位階高於地方政府，而且在協力的「市場」上，由於獨家壟斷而擁有更高的議價能力，使地方政府處於相對依賴的地位(See also Pfeffer and Salancik, 1978: 51)。在此結構下，中央政府在協力關係的建構上，扮演更重要的資源分配與政策引導的角色，一方面藉由協力關係來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建立自我負責的機制（林健次、蔡吉源，2003）；另方面可藉著地位上的優勢，配合政府改造的「地方化」策略，獲致預定的改造目標。

二、建構協力關係之原則

由於協力關係是在前述彼此互補的基礎下，為達到提供服務、解決問題的共通目標與需要，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且隨著雙方關係的穩定，進而產生互信互敬的基礎。由此可推論協力關係建構的原則包括：
（一）全局考量

    政府劃分不同層級、不同部門的意義，是希望達到分層負責、專業分工的目的，因為對人民而言，政府代表的是一個抽象的整體，而不是管轄層級與轄區都涇渭分明的不同個體。人民重視這個一體的政府能否提供所需服務，而不在乎行政便利性或權限劃分等問題，因此Peters才會認為當代政府若希望達到服務顧客的目標，府際之間就必須加強垂直和水平的協調與整合(Peters, 1998)。倘若協力關係只考慮資源互賴的層面，而忽略身為政府部門的職責在提供人民更佳服務，那麼就可能陷入本位主義的窠臼，為了固守原有的「地盤」(turf)而進行組織界限防守與資源爭奪，最後可能無法達到原所預期的綜效(Bardach, 1996: 169)。
此外，全局考量也可以是一種雙方共享的價值，例如以地方政府分擔全民健保費用的爭議為例，有學者認為由於全民健保兼具社會保險與社會福利的性質，屬於「中央與地方共同辦理的事項」，地方政府補助保費金額並無不當（李建良，2004: 96-97）。當這樣的前提成立，那麼中央與地方就健保補助款的分擔規定，即可建立協力關係，以實現全民健康與保障低收入戶福利為宗旨，共同提供資源來完成該項任務。但如果中央或地方完全著眼於財政收支或權限劃分，就可能反噬原制度所欲發揮的功能，甚至帶來政策失靈的結果。

（二）長期穩定

    協力關係講究價值共享、資源互通與人員參與，因此長期穩定的合作架構便成為相當重要的條件。根據Austin的分析，建立與發展聯盟須注意五項要素的達成，分別是：(1)認識策略聯盟；(2)進行接觸聯繫；(3)確保策略配適；(4)創造共享價值；(5)管理彼此關係(Austin, 2000: 16-17)。當協力雙方各自瞭解所處的結構位置以及擁有的資源，由於已經有全局治理的共享價值，因此彼此關係將可趨於制度化。

（三）互信互敬

    協力治理涉及資源與權限的釋出，其中必然有一定風險存在。台灣社會當前面臨嚴重的信任危機，無可避免將影響不同行為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尤其政治層面紛擾不斷、上市公司遭掏空資產事件頻傳、詐騙集團橫行詐財，均可能在無形中斲傷協力關係賴以建構與維繫的信任基礎。不過由於中央與地方都屬於公部門，享有其他部門協力所缺乏的基礎信任結構，因此在前述認識策略聯盟以及接觸聯繫階段，還不致出現無法承受的信任風險，但在接下來的階段，由於涉及實質的合作與資源分享，此時彼此能否秉持互信互敬的態度，將是雙方關係能否獲得良好管理的關鍵所在。不過，基於信任而來的協力，有助於雙方建立對話機制，增進彼此諒解，因此促進更多的協力(Austin, 2000: 72)，這將是協力關係建構所帶來的另一項附加價值。

以上雖然指出協力關係的依循原則，但在實際的互動過程中，吾人仍不應忽略權力因素的影響。例如Bachmann在研究企業部門時指出：「在目前總體經濟的發展下，信任已被視為一項核心機制，可有效地化解經濟行為者之間的協調問題和互動問題。」(Bachmann, 2001: 338)同時他認為：「降低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方式不只有信任，另一項協調與控制社會關係動態性的機制乃是權力。」(Bachmann, 2001: 349)我們可進一步理解：協力關係不單是兩個協力團隊之間的互動，在每個協力團隊的背後，可能還涉及不同團體與勢力的權力互動，以致無法脫離政治過程的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民意代表試圖操控或監督；行政首長為個人政治前途或競選連任而偏好短期政策方案；協力雙方各屬不同政黨而平添溝通障礙或信任落差；企業或各式利益團體關注協力過程以維護自身的價值或利益；其他地方自治團體希望爭取中央資源挹注，故進行政治動員以達到自身目標。事實上，目前地方派系、政客、財團、黑道、利益團體和政黨所形成的關係網絡，確實對地方政府的運作產生莫大影響（趙永茂，1998），這種隨地域不同而不同的地方政治生態，將對中央與地方的協力關係增添變數與複雜性，而協力過程管理也變得更為困難，故希望參與協力的政府，應同時重視協力過程產生的風險與可能出現的障礙。至於協力過程中實際負責接觸與執行任務的文官、秉持社會正義報導事實的媒體，或各種非營利團體與社區組織，均可能扮演一定的制衡或調和力量，防止協力關係偏離前述原則以致出現負面效果，這些都有賴未來一個良好運作的公民社會，能提供良好治理或「善治」的溫床，以減輕利益政治帶來的負荷。

肆、協力治理的型態

    無論是對中央或地方政府，協力治理的本質可以分兩個層次來看，第一個是協力治理做為政策工具(policy instrument)的選項之一時，它是一種策略工具，幫助中央或地方達成各自的施政目標。第二個層次是一旦選擇協力治理做為策略工具時，基於協力本身需要長期的互動與關係的建立，因此在該政策或計畫的協力過程中，必須建立制度化的結構，如此即使首長易人，仍不影響協力關係的推動，這也就是學者呂育誠所謂：「當地方治理成為整體性的思維與問題意識時，則欲期望其能持續推動且逐步落實，便成為地方政府『制度建立』的問題。」（呂育誠，2005: 12）一旦制度化的結構形成，有關資源分享、提高經濟效率，以及發揮綜效等優勢也才能發揮。
    由於協力治理是一套需要參與者投入資源並分享價值的長期活動，故彼此採取的協力型態，必須確保制度化的期望能夠實現。Sullivan and Skelcher(2002: 41-53)認為可運用光譜形式來理解協力的不同型態。根據協力結構的鬆散或緊密程度，他們將協力的型態區分為以下六種：

1. 結構鬆散的非正式網絡關係；

2. 有限度的協定以分享資訊；

3. 共同採取行動的協定；

4. 設置正式管理機構的協定；

5. 各自讓渡部分自主性以建立聯盟式的結構；

6. 雙方合併為單一組織。

上述類型是根據協力雙方的涉入程度，來說明協力雙方可能採取的協力型態，但第一種網絡關係和第二種資訊分享協定均不符合本文定義的協力概念，第六種合併也脫離協力的意義，已屬於組織改造的範疇，真正的協力類型只有第三與第四類的協定，以及第五類的聯盟式結構，對中央與地方協力治理的建構而言，似有所不足。因此以下將在現行法制架構下，分析可能的協力治理型態。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已規定跨越數個地方自治團體之事務的辦法，
該條文提供了中央政府直接介入這類事項的法源依據，但對於其他政策事項，依法可以根據行政程序法第三章訂定行政契約，或在職權範圍內透過其他機制成立協力關係，以下乃就中央與地方的協力關係類型，分別說明之：

一、行政契約

    中央與地方若簽訂行政契約，因具備正式法律效力，故最能避免其他人為因素干擾，且中央與地方雙方也可以站在較對等的地位進行各項條件的協商，因此彼此權利義務關係明確，協力關係也較為穩定。

二、共同擬定並執行區域發展計畫或政策

    本類型直接進入協力的政策領域，共同擘劃彼此未來願景與展望，同時承擔執行任務，以達到區域發展目標。為了確保中央與地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可在進行政策規劃時，便明訂彼此可發揮的功能與資源分擔的方式，以釐清彼此對於協力目標的期望，以及各自扮演的角色。

三、成立專案小組

    由協力雙方各自派遣人員進行聯合任務編組，由該專案小組負責全部計畫的研擬和執行。專案小組成員的最重要角色，就是必須協調各自所屬組織的不同文化、價值觀或利益。不過此類型的潛在缺點是一旦首長的支持度不足，或有其他行為者（例如民意代表或利益團體）試圖介入小組運作，就可能遭致無法承受的壓力，而扭曲原有的計畫，或影響協力關係之進行。

四、建立或委託專責機構

    由於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國家各機關的組織應以法律定之，因此成立行政組織將顯得困難重重。在考量可行性的前提下，可透過合作捐資成立財團法人，或委託民間團體專責辦理協力事項，較能兼顧彈性與個案需要。不過，這類機構的參與者可能因不具備公務人員身分，且聯合機構本身具備一定的獨立性，因此協力雙方必須額外注意監督問題，而可能增加執行成本與困難。

    無論採取何種協力類型，最重要的問題仍在建立一套協力治理的架構，使資源(resources)、活動(activities)、文化(culture)和結構(structure)都隨著協力關係的建立而重新配置或改變，避免機關本位主義影響彼此關係(Joyce, 2000: 137-145)。至於應該選擇何種類型，則要看政策目標與協力雙方的需要而定。

伍、協力治理的影響及其障礙

　　一旦改變獲得成效，吾人進一步思索的問題便是協力關係將對中央與地方帶來何種影響？以下分從兩個層面來討論。

　　首先，協力雙方可打破現有組織和層級的界線，而邁向解決問題導向的組織模式。舉例而言，若運用中央與地方協力的觀念進行公務人員訓練的全局治理，則一套有效的訓練計畫將可由中央訓練機構提供整合的資源，將中央施政方針和地方發展策略結合起來，完成地方訓練需求的調查與評估，如此獲得的訓練成果，將比各地方政府以有限而稀少的資源辦理內部訓練來得有效，同時也可達到資源集中整合的效益。

    第二個影響是藉此引導中央與地方走向預防型政府的模式前進。以桃園在馬莎颱風過境後出現嚴重缺水問題為例，有論者認為主事者若能在二十年前比照翡翠水庫的設計，採用「多層取水」，而非直到桃園居民必須數度忍受缺水之苦，才重新規劃該解決方案，就可能減少很多問題（張明宗，2005）。其他措施如集水區的保育、淤積泥沙的清除，都屬於事先預防型而非事後補救的措施，相信今日也不需要付出如此沈重的代價。另一個例子是全民健保不斷虧損的問題，反映出我們是否應該思考：如果將更多資源投注於預防醫學的工作上，例如推廣國民運動、積極推動戒菸運動、建立定期健康檢查觀念，是否都能有效促進健康以及預防疾病，從而達到減少醫療支出的功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這些方向就須透過不同層級、跨越組織疆界形成協力合作關係，才能就各領域的專業提出整合性的政策，否則以現有官僚體系的運作，功能分化的結果恐怕無法進行更多有效的預防措施。
　　中央與地方協力畢竟涉及不同層級與機關組織，除了耗時又容易遭致困難外，如果組織擁有地盤(turf)觀念，協力雙方恐不易敞開心胸進行真誠合作(Bardach, 1996: 168-169)。這種「地盤」觀念和組織本位主義有異曲同工之妙，組織若無法有效祛除，雙方可能因嚴重的組織文化差異和利益不同，造成協力關係的障礙。

　　此外，協力雙方首長是否瞭解協力關係所具備的策略特質，是影響協力關係能否走向長期穩定的關鍵所在。特別當機關首長面對留任或連任的壓力時，為了爭取政治支持與選票，施政計畫難免以短期目標為主，對於需要長期關係建立的協力策略而言，就無法給予充分支持，進而影響未來的發展。

　　最後，地方政治生態的議題，恐怕是影響中央與地方從全局角度進行協力的最大障礙。在當前的政治生態下，部分地方派系帶來的分贓文化和貪污腐敗，都對中央與地方的良性互動帶來負面影響。

　　總之，協力關係需要中央與地方雙方從全局治理的角度出發，即使面臨本位主義或首長不支持等障礙，只要相關機關抱持組織學習的態度面對協力過程(Austin, 2000: 138)，進行嘗試與修正錯誤，協力的前景便更值得期待。
陸、結論

    本文的分析係著眼於台灣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現實結構限制而來，易言之，在中央政府目前仍主導政策規劃、財政補助，乃至部分人事安排的情況下，協力關係是促進中央與地方關係，避開權限劃分爭議的一個途徑。不過在目前中央仍居優勢地位的情況下，本文認為地方政府可加強施政的主體性與主導性，強化地方政府推動協力關係的能力與決心，而中央政府則站在支援與協調的立場進行輔助，將可為地方自治開啟另一道落實的窗口。

    雖然資源依賴論的觀點可以解釋為何中央與地方需要協力，但本文想進一步回答的問題是：隨著協力關係的建構與常態化，能否使特定政策或計畫的協力關係制度化？本文認為這是建立協力關係之後的一項重要課題，有待相關主事者予以重視，並創設相配合的誘因與獎懲機制，使這樣的關係可長可久，進而發揮持續性的效果。

    然而，從地方政府策略管理的角度來看，與中央建立協力關係只是治理策略的其中一環，其他如中央授與權限、民眾參與、水平府際合作等，都是地方政府可以著力的方向。因此，地方政府的協力治理應在策略的層次加以定位，而不必然是一切施政的最高指導原則。

    除定位問題外，本文指出影響協力關係進程的一項重要因素是民選政治，以及政治人物在民主政治過程中的介入。當主管部會首長和地方政府首長都必須面對民意或連任壓力時，制度誘因使雙方傾向於採取短期策略，以求儘速表現績效，但這和協力關係講究長期關係建立，基本上是一種彼此矛盾的目標。因此，協力關係能否制度化的關鍵，仍需回歸到首長本身的因素，此處所涉及的政治力量介入，將影響協力關係能否開展，以及能否持續並產生效應。
    另外當組織文化和價值不同，或彼此出現利益衝突問題時，都可能導致協力關係的破局。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雙方都應有風險的認知，進而明瞭協力關係的建構也是個組織學習的過程，對協力的參與者而言，做好充分準備將是必需的。誠如Austin指出：「隨著協力益加成長，參與者找到創造價值的新機會也將增加。當協力參與者對彼此的能力瞭解更多時，他們就愈能找到新方法來結合他們的資源並戮力合作，以獲致綜效。」(Austin, 2000: 140)

    總之，台灣未來的中央與地方關係的焦點，將不只是權限如何劃分或地方自治如何落實，而在於如何透過動態協力關係的建構，使政策本質取代傳統所謂侍從主義，或跳脫過去彼此爭奪資源與權限的情境，朝向以解決問題為本的互動模式。中央與地方協力關係的建立，將意味著全局治理的其中一個層面獲得落實，同時也意味著多層次治理的理念，將獲得更多實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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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三項分別是「去任務化」、「行政法人化」與「委外化」。參見行政院組織改造委員會，2002。


� 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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